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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在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出版之前，以“女神庙”为代
表的第一地点诸单位普遍被认为是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的遗
存，即属于报告所称的“上层积石冢阶段”。2018年，张
星德通过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排比明确指出，牛河梁遗址
第 一 地 点 包 括 “ 女 神 庙 ” 在 内 的 遗 迹 （N1J1～J4、
N1H1～H3） 共时，它们代表着一个处于“下层积石冢阶
段”和“上层积石冢阶段”之间的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便
较之传统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笔者曾发表
三篇文章，通过对陶器共存关系的分析，提出应将第一地
点诸单位划归“下层积石冢阶段”，判定它们属于红山文
化中期阶段遗存，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 3700 年～前 3500
年。最近，肖凤娟及任瑞波等发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
组”陶器平议》一文 （以下简称《平议》），针对笔者的
前两篇小文给予了诸多指教，对于第一地点诸单位的期别
归属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认识。认真捧诵，获益良多。

既然存在分歧，就有继续讨论的必要。需要说明的
是，对于前三论所列举的例证，本文不再赘述。在此对前
三论做些补充分析，以进一步论证以下三个问题：第一，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在该遗址分期体系中的位置；第二，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在红山文化分期体系中的位置；第
三，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绝对年代。

《平议》认为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为代表的“女神
庙组”陶器应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笔者以为还是
宜将其与“下层积石冢阶段”合并。

1979年发掘的城子山遗址（后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
十六地点） 所发现的红山文化陶器出自第②层和第③层
中，以筒形器为主。除T1③:23、T3③:2和T5③:5这三件
筒形器标本外，2012年出版的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再次刊
布了城子山遗址发掘简报所发表的所有第③层出土的陶
器，同时补充了T3③:5筒形器。但未再刊发第②层出土陶
器，所以欲了解第②层出土遗存情况只能通过1986年发表
的简报。显而易见，第②层出土筒形器所饰长斜线纹、平
行线间菱格纹、勾连涡纹（图一，1、3、5、6）以及口外
翻、颈部饰平行凹弦纹的B型筒形器 （图一，2、7），均
属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典型特征，所以第②
层出土陶器自然属于“上层积石冢阶段”遗存。此外，T3
第②层还出土了一件素面的A型筒形器（图一，4），这也
是第②层仅见的一件，其余均出自第③层中，显然它应是
混入晚期堆积中的早期遗物。值得一提的是，发掘简报将
T1②:4 （图一，1） 复原为“下层积石冢阶段”那种口沿
及底沿均外折的 A 型筒形器。然而这件器物口、底均不
存，如此复原并无依据。更为关键的是，牛河梁遗址出土
的饰此类纹饰的筒形器全部为 B 型，因此它无疑是属于

“上层积石冢阶段”的遗物。
第③层出土的筒形器全部为A型，除素面外普遍饰钩

状纹 （图一，9～12），这是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
段”的代表性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T1第③层出土的
一件筒形器残片，器表施由“F”形及“V”形等元素构成
的复杂的几何形图案（图一，8）。不难发现，其纹饰风格
与第一地点“女神庙”内出土“塔”形器上的纹饰如出一
辙 （图二，4～6），由此看来它们的年代应相去不远。与
T1③:23处于同一层位的筒形器全部是A型，说明其处于
牛河梁遗址的“下层积石冢阶段”，共存关系证明与之同
时的第一地点“女神庙”亦处于“下层积石冢阶段”，这
便印证了我们之前所得出的结论。T1③:23叠压于包含B
型筒形器的第②层之下的层位关系则有力地说明，“女神
庙”在年代上要早于“上层积石冢阶段”。可见，这些相
对年代线索很早就已经被揭示出来了，只是一直以来未引
起足够的重视。

附带说明的是，《平议》 认为，第二地点三号冢

（N2Z3） 垫土层内出土遗物属于同一时期遗存。事实上，
该积石冢垫土层包含陶器十分含混，并非一个阶段所能涵
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 （N2Z4） 揭示出了较为
复杂的层位关系，即N2Z4A→N2Z4B→N2Z4M，三者出
土的代表性陶器分别为B型筒形器 （图三，7、8）、矮体
筒形器（图三，9、10）和A型筒形器（图三，11、12），
彼此之间的阶段性特征一目了然。以此为标尺来对比
N2Z3垫土层出土陶器就会发现，其所包含的筒形器依形

制及纹饰的差异可明确分为三个阶段 （图三，1～6），分
别对应第二地点四号冢依次存在叠压关系的三座积石冢。

笔者此前已比较详细地论证了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处
于红山文化中期阶段的意见，最新公布的牛河梁遗址第一
地点及彩陶坡遗址出土材料，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提供
了新的契机。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台基6（TJ6）出土了一件口沿饰
黑色宽带的“黑顶”钵（图二，8）。除此之外，在已开展
过发掘工作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共有四处遗址出土了“黑
顶”钵，分别是赤峰市西水泉遗址、二道梁遗址、西台遗
址及朝阳市小东山遗址 （图二，7、9～13）。值得注意的
是，这四处遗址出土“黑顶”钵的遗迹均非红山文化晚期
单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小东山遗址还发现了“黑顶”
钵与“红顶”钵的确凿层位关系。即H26打破 F11，H26
出土有2件“黑顶”钵（图二，11、12），F11则只有“红
顶”钵，这说明红山文化“黑顶”钵的出现与流行年代应
晚于“红顶”钵。事实上，张星德很早就已经注意到，红
山文化早期盛行红彩，中期则流行黑彩，并一针见血地指
出，这是红山文化分别受后冈一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影响
的结果。基于上述层位关系及已有研究成果推断，红山文
化的“黑顶”钵应属于红山文化中期遗物，此为牛河梁遗
址第一地点年代处于红山文化中期的一个例证。另一方
面，已发掘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与墓地中完全不见“黑
顶”钵，说明此类器物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的辽西
地区已经销声匿迹了，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情况亦是
如此。可见，“黑顶”钵在北方广大地区的消失宣告着一
种时代风尚的落幕。

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2022年出土陶器的特征和测
年结果显示，这批遗存的年代处于红山文化中期。其中，
H3和F2出土陶壶斜敞口、圆鼓肩（图二，2、3），形态特
征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H3:1（图二，1）相似，年代也
应接近，此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出土遗存属于红山文化
中期的又一例证。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发现的以灰坑为代表的“下层遗
存”在层位上早于“下层积石冢阶段”，属于该遗址年代
最早的红山文化遗存，但其本身无测年数据。我们注意
到，N5H16:2陶盆 （图四，1） 的形态特征与半坡文化陕
西汉阴县阮家坝遗址ⅠT30⑤:13 （图四，2） 相比几乎完
全相同。近来研究表明，半坡文化的年代下限约为公元前
3900年，阮家坝遗址半坡文化遗存处于该文化最晚阶段。
由此来看，牛河梁遗址“下层遗存”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
前3900年，推知“下层积石冢阶段”的年代上限应不超这
一数值。

第一地点“女神庙”有两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
公元前 3771 年～前 3519 年、公元前 3700 年～前 3521 年。
近年发掘的第一地点台基 6垫土内采集炭样的碳十四测年
结果集中分布于公元前 3700年～前 3500年之间，上述彩
陶坡遗址H3和F2出土炭屑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分别为公元
前 3806±94年、公元前 3826±82年 （以上测年结果均经树
轮校正）。据此判断，包括第一地点在内的牛河梁遗址

“下层积石冢阶段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3800 年～前
3500年，延续时间大体为300年。

牛河梁遗址2025年度发掘工作目前已全面启动，我们
期待更多新材料的出土来检验现有的认识，并进一步推动
红山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本文为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国际比
较视野下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编号：
2024-265） 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
“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编号：2022JZDZ02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陶器起源研究是世界性课
题，是人类文化发展至新阶段的
重要标志。学界关于陶器起源的
讨论由来已久，国内研究多集中
在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探讨上，
且通常从年代上去追溯更早的发
现地，并依据南方的材料建立起
陶器起源与水生资源强化利用之
间的关系。然而，随着考古材料不
断更新，北方地区也发现了年代
稍晚但都处于万年以前的陶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陶器呈现出
了明显的同质化现象，从形制到
文化内涵均与南方地区陶器有明
显差别，这或许指向的是南北方
在陶器起源上可能存在不同模
式。近两年来位于京津冀地区的
青池、海岱地区赵家徐姚遗址的
新发现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为
我们重新审视北方地区陶器起源
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理论构建往往可以为后续研
究提供方向上的指导，因此本文
以陶器起源假说为依托来探讨中
国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多样性问
题。目前学界有关陶器起源的认
识大都集中于“烹饪”假说的范畴
之下，其出发点是将陶器视作烹
煮食物的容器，认为这是古人进
入农业生产之前在实际需求刺激
下发明的，多强调陶器功用及其
与农业的关系。但目前的结论性
认识倾向于认为，陶器起源、农业
起源以及定居三者并不一定同步
发展，陶器及农业起源是一个相
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类降低
流动性实现定居并不一定依赖于
陶器和农业生产。也就提醒我们
在考虑陶器起源问题时应回归到
其产生的根本动因机制的探索
中，即新工具的出现是人类适应
外在环境的手段，那么其所处的
文化生态以及人类的适应策略是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距今 1.1 万年左右受新仙女
木事件的影响，地表生产力锐减。
为应对环境变化，狩猎采集人群需开展“广谱经济”以获得足
够的生存资源，表现为对粟、黍、橡子、坚果等加工难度大的
植物，以及兔、鼠等小型动物和水生资源的强化利用。而生态
位不同决定了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有所差异，滨海河湖区
更加强调水生资源利用，内陆地区则更强调对小型动物和野
生植物资源的强化。这些因环境变化而导致的不同适应策略
在北方地区尤为明显。进一步从考古材料出发，北方地区早
期陶器集中发现在华北平原，东胡林、于家沟、转年、南庄头、
李家沟、扁扁洞遗址均位于内陆，为干旱的草原环境。延续着
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强烈的狩猎采集因素，新出现的器型
（也可称之为新的工具套）意味着采取了新的生活方式。其共
性在于，有陶器的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石磨盘与石磨棒，反映
的是对野生粟、黍以及坚果类植物的强化，相较于南方地区，
这些遗址都未发现明显利用水生资源的迹象。也就更容易得
出结论，整个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机制较为一致，对植物的
强化利用或导致人类最终发明作为烹煮器和盛储器使用的
陶器。

值得注意的是，新发现的青池遗址让我们看到了北方
地区一些滨水环境也有着在水生资源利用刺激下发明陶器
的动力。滨水环境拥有丰富的水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可以提
供较为稳定有效的食物来源。对其产生依赖促使在此地生
存的人群需要发明出新工具，如网坠，来强化利用水生资
源。与此同时，除了发现用于狩猎的细石器外，并未见专门
的植物资源加工工具如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似乎表明渔猎
经济是该区域的主要生计方式。另外，青池遗址拥有着从旧
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连续堆积，表明人类在该处
反复停留，渔猎资源的丰富促使人类由高流动性的狩猎采
集向稳定的定居生活转变。该地区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出
现了数量更多的网坠且并未很快开展农业生产，反而维持
着渔猎经济，表明渔猎一直是该地区人群的主要生计来源。
华南地区陶器起源后也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渔
猎传统，成熟的稻作农业也未在最早的陶器发明地产生。这
至少说明，最早使用陶器的群体很可能是渔猎群体（远在东
北地区的小南山遗址也基本是渔猎经济），周邻从事狩猎采
集的群体是否从渔猎群体习得、传入陶器，抑或是自身发明
陶器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如果说青池遗址的新材料让我们看到了陶器起源的不
同生计模式，是将陶器视为外在适应手段的话，那么陶器起
源中的“社会/象征”理论则更强调来自社会内部的刺激因素。
与烹饪说类似于功能主义的角度不同，这一说法诉诸于社会
群体的象征行为。它源于对过去及现在的狩猎—采集人群的
观察，研究者注意到在早期复杂的狩猎采集人群中存在着象
征行为。目前发现的最早陶质器物是距今约 2.4万～2.8万年
的陶塑；西亚地区在旧新之交发现的未烧制黏土制品通常都
是小雕像、微型容器、珠子及纺轮等，而不是“实用”器。就华
北而言，旧石器时代就出现过制作小型装饰品的传统，黏土
天然具备的可塑造性使得古人可以通过陶制品来表达意识
形态。近年新发现的赵家徐姚遗址为我们探讨陶器起源可能
存在的非实用因素提供了例证。该遗址距今约1.3万年，是华
北地区发现最早、数量最多陶器的地点，其出土的陶制品中
除陶容器残片外，还包括近百件具有一定形态的陶塑。同时，
该遗址还存在大规模用火遗迹及多处堆积较薄的火塘，呈现
出一种类似于一次性直接消费的原生堆积，这些遗存反映的
是这里很可能曾进行过大规模“仪式”活动。

综上，陶器起源的阶段可以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
代的分野，同时还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过渡的阶
段。研究陶器起源的意义在于，厘清这一新的器型是如何被
人类发明及其演化的过程。依据考古发现可以将年代上最早
的遗址缀合起来，组成陶器发展演变史。然而，除了关注考古
发现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为什么一地最早出现陶器而不是其
他地点，需要解释其发明的动力机制问题。这也就要求我们
更加关注材料和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古新发现是研究开
展的助推器，而理论又需要新出现的考古材料不断检验与修
正，两者间需保持必要的张力。就国内陶器起源研究而言，一
方面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出现推动着我们展开新的思考，以进
行更为有效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些新发现也为世界范围内
陶器起源问题提供例证和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从而更好地看
到普遍性和多样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枣园遗址带孔陶钵出土概况

枣园遗址位于山西省翼城县枣园村，遗址总面积约
3万平方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世纪90年代对该遗址
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将枣园遗址所获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
为“枣园文化”。枣园文化是晋南地区目前为止确认的年
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研读

《翼城枣园》报告时，发现枣园遗址出有一类形制特殊的
陶钵，此类陶钵底部正中钻有一不规则小孔。发掘报告未
给出此类器物的功能解释，推测“或许就是较早阶段的甑
类器物”。其功能令人费解。

《翼城枣园》 报告共披露了 8件带孔陶钵，在同属枣
园文化的垣曲古城东关一期遗存、垣曲宁家坡、新安荒
坡等遗址中也发现有这类器物，与枣园遗址情况相同，
唯数量较少仅一两件 （图一、表一）。这些带孔陶钵的形
制、尺寸均不一，孔径不规则，应是选取部分已经烧制
好的陶钵进行凿孔，不属于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带孔陶
钵出土单位均位于房址和灰坑 （沟），属枣园文化的古城
东关一期墓葬、芮城清凉寺一期墓葬、新安荒坡瓮棺葬
等墓葬中也不见此类器物作为葬具使用的现象，且带孔
陶钵内、外侧及孔壁多留有灰白色水垢。因此，带孔陶
钵当为实用器。

欧洲盐业考古遗存的启示

保加利亚的普罗瓦迪亚—索尔尼查塔 （Provadia-Sol⁃
nitsata） 遗址位于黑海西岸，发现了两层楼的建筑、石墙
遗迹、堡垒大门以及一些可能用于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的
窖穴，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尤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在这
里发现了距今7400年的史前制盐场所。除证据明确的制盐
遗迹如炉灶等，还清理出大量制盐遗物，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为煮盐的陶钵，造型基本一致，但大小有别；第二
类为带柄的陶罐；第三类为存储卤水的陶缸。值得注意的
是，在部分陶钵的底部发现有孔，发掘者认为可能是用来
过滤卤水的制盐器具。枣园遗址所见带孔陶钵功能或许与
该遗址发现的带孔陶钵功能一致。不过普罗瓦迪亚—索尔
尼查塔 （Provadia-Solnitsata） 遗址的陶钵形制相近，唯大
小不同，应当是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德国南部铁器时代一些制盐遗址出土的制盐陶器内
壁表面均残留有灰白色物质，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类残
留物的主要成分是钙碳酸盐和某种硅酸盐。枣园遗址出
土的带孔陶钵均留有灰白色物质，新安荒坡遗址部分陶
钵还留有“灰白色钙质结核物”，有可能就是制盐活动的
遗留。

枣园遗址带孔陶钵是否具有制盐功能有待两方面的
验证。其一，尚未发现与制盐活动相关的遗迹；其二，
对陶钵的灰白色残留物进行化学分析。不过，欧洲制盐
遗址的发现为带孔陶钵这一特殊器物的功能提供了重要
的启示。

余论

在枣园文化之后，晋南地区再不见带孔陶钵。若此类
器物确属制盐陶器，那枣园文化之后的人群是如何进行盐
业活动的呢？田建文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开始，陕晋豫交界
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流行壁很厚的圜底缸、
瓮类陶器。此类陶器体量大，多数口径和高在 30厘米以
上；厚度有一部分是抹泥加厚造成的；厚壁缸内壁个别的
有“黑色硬壳”或“黑色物质”。田建文认为盐是经过

“淋卤煎盐”后运往各地的。刘莉、陈星灿认为夏县东下
冯遗址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的40多座圆形建筑可能是商代
储盐的仓房，而东下冯遗址数量较多的蛋形瓮、敛口瓮中
的一部分可能就是用来储藏盐的。

如前所述，上述研究仍缺乏制盐环节的证据（即制盐
遗迹），对相关陶器残留物的分析也尚未展开。出土带孔
陶钵的遗址（枣园、东关、宁家坡、荒坡等）实际上均离
河东盐池较远，应当在盐池周边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寻找线
索。李水城提出，历史时期盐池因淡水过量注入难以产
盐，隋大业元年整修的“姚暹渠”阻挡了青龙泉的洪水，
保护了盐池，但也在盐池周边造成了大面积的泥沙淤积，
导致有些早期文化遗址可能被埋在了淤积层之下。近年来
盐池周边夏县辕村、师村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
时期的遗存，其中师村遗址还发现有夯土墙，这些遗址的
发掘或许能够为河东盐池早期开发及带孔陶钵功用的研究
提供重要线索。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山西枣园遗址出土带孔陶钵功能的思考
黄磊

表一 枣园文化出土带孔陶钵

图一 枣园遗址出土带孔陶钵

图二 普罗瓦迪亚—索尔尼查塔遗址制盐陶器

四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年代
高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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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出土筒形器

图二 牛河梁等遗址出土陶器

图三 牛河梁遗址N2Z3垫土与N2Z4出土筒形器

图四 牛河梁遗址与阮家坝遗址出土陶盆


